
情 景 一
借业绩不达标辞退丧假员工

《喀什恋歌》中，女主夏孜作为上海某
房地产销售公司的销售经理，长期承受高
强度工作，业绩压力巨大，领导还偏心将
高净值客户分配给亲信，导致其团队业绩
难以达标。屋漏偏逢连夜雨，夏孜接到父
亲在援外任务中意外离世的噩耗，当即向
公司请假返乡奔丧。然而，公司在她处理
父亲丧事期间，以“业绩不达标、人员优
化”为由，直接通过电话通知将其辞退。

【法官说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款，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
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剧集中，公司在夏孜丧假期间，以“业
绩不达标、人员优化”为由直接以电话通
知的方式将夏孜辞退，显然是不符合上述
法律规定的。其一，业绩不达标是否意味
着不能胜任工作？剧集中，公司领导将高
净值客户分给亲信，人为提升工作难度，
使得夏孜难以完成业绩目标，在此情况
下，即使夏孜在特定月份未能完成业绩，
也无法合理有效地证明其不能胜任工
作。其二，如果劳动者确实存在长期“业
绩不达标”的情况，确属不能胜任工作，用
人单位也不能径行以口头方式通知辞
退。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需对劳动者
进行相应培训或调岗；培训或调岗后劳动
者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方可依
法以书面形式通知并解除双方劳动关
系。一旦双方发生纠纷，用人单位须举证
证明劳动者确实不能胜任工作、公司已对
其进行了培训或调岗，且解除权的行使程
序及形式合法。

同时，关于丧假问
题。根据《劳动法》等相

关法律规定，劳动者享有
婚假、丧假等休假权利。剧集

中，夏孜父亲意外离世，夏孜作为子
女回家操办丧事，既有处理家庭突发事务
的必要性，又是尽到为人子女的孝道，符
合中华民族传统人伦道德。对此丧假申
请，销售公司于法、于情均应予以准许；当
然，即使事发突然，夏孜也应尽可能对请
假期间的工作事务进行必要交接。换言
之，劳资双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既要
依法行使各项权利，又要相互理解，秉持
普通人最基本的善意。

情 景 二
孕期演员遭单方调岗

夏孜的闺蜜米娜娃尔是喀什歌舞团
的台柱子，拥有出色的舞蹈天赋。因婚后
怀孕，歌舞团未与她协商，直接将其从舞
台主演位置调离，安排到后勤岗位，变相
剥夺其舞蹈职业权利。

【法官说法】
米娜娃尔怀孕期间，歌舞团在未与其

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将其调岗至后勤
岗位并降低工资，确有不妥。但考虑到米
娜娃尔是喀什歌舞团的台柱子，作为舞蹈
演员，需承担大量彩排及舞台表演工作，
对体力、形体均有严格要求，对孕期女性
确有不便。在此情况下，歌舞团不宜态度
强硬地直接对米娜娃尔进行调岗，将其从
主舞位置调离、安排至后勤工作；歌舞团
最好先行与米娜娃尔协商，根据其身体状
况及歌舞团演出安排，共同确定其孕期的
具体工作岗位和内容，例如结合米娜娃尔
个人意愿，在孕期安排其从事编舞、培训
等幕后工作。

在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确实有权调
整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岗位，但调岗
应合法、合理，并具有制度依据或法律依
据，如劳动者不能胜任现有工作，或因患
病、非因工负伤不能从事原工作，才属于
法律规定的调岗情形。

情 景 三
合伙创业却无书面协议

夏孜返乡后，与周恒之合作，
共同修缮百年老驿站“驼铃驿站”，
开展民宿创业。创业过程中，夏孜以设
计技术、资源入股，周恒之以资金、运营经
验入股，双方口头约定建立合伙关系。

【法官说法】
夏孜返乡与周恒之合作创业，那么

夏孜的身份是民宿的员工还是老板，在
法律层面上，前者意味着夏孜与民宿之
间构成劳动关系，后者意味着夏孜与民
宿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应如何
判断和区分？

通常，合伙创业是指两个以上合伙人
（包括自然人和组织）为了共同的事业目
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劳动关系则是
指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劳动，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因此，合伙关系
的本质是双方基于投资取得收益，而劳动
关系的本质是劳动管理与人身隶属性。

区分合伙关系与劳动关系，首先要考
察双方之间建立法律关系的真实合意，因
此建议对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书面协
议形式予以明确确认，避免发生纠纷后无
法证明合意的情形。在确无书面协议、合
意不明的情况下，再综合考量双方履约的
实际内容，例如收入形式：若系基于投资
取得分红，则属合伙关系；若系根据劳动
量按月领取工资，则属劳动关系；再如是
否分担风险：劳动者无需与用人单位共
担风险，而合伙人之间则须共担风
险。本剧中，夏孜与周恒之存在口
头约定，双方达成了建立合
伙关系的合意，约定
基于投资分得收
益、共担风险，
故双方构成合
伙关系。

当然，合
伙关系并不意
味着夏孜无权
取得工资。若夏

孜在驿站实际从事管理工作、财务工作或
其他具体劳动，则其本身亦属驿站的劳动
者，身份具有双重性，依法有权取得相应
工资。

情 景 四
个人雇佣施工人员修缮驿站

夏孜与周恒之创业准备阶段，夏孜雇
佣本地木工、泥瓦工等临时工对“驼铃驿
站”进行修缮，双方口头约定劳务报酬，建
立劳务关系。

【法官说法】
驼铃驿站修缮期间，夏孜雇佣本地木

工、泥瓦工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劳动关系
的建立要求一方为用人单位、一方为劳动
者，故夏孜以个人名义雇佣本地木工、泥
瓦工，不满足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要件，
双方之间并非劳动关系。

若夏孜以驿站的名义雇佣本地木
工、泥瓦工，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劳动关
系的建立，除主体要件外，还须具备劳动

管理与人身隶属性，其具体表现为：1. 劳
动者提供的劳动系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
部分；2.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
人单位安排的劳动；3. 用人单位向劳动

者持续、稳定地支付报酬。因此，结合
剧情，泥瓦工、木工所从事的修缮工
作并非“驼铃驿站”的业务组成部分，
且双方约定以完成修缮任务为工作
成果并按日支付劳务报酬，故即便
夏孜以“驼铃驿站”的名义雇用本地
木工、泥瓦工，双方之间仍不构成劳

动关系。
事实上，夏孜与工人之间，或驿站与

工人之间，可能成立劳务关系或承揽关
系。劳务关系是指平等民事主体（自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一方（劳务提供
方）按约定向另一方（劳务接受方）提供一
次性或特定的劳务服务，接受方支付劳务
报酬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承
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以
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独立完成特定工
作并交付成果，定作人接受成果并支付报
酬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若夏孜或
驿站仅是雇佣工人在夏孜或驿站的指挥
下完成修缮工作，则属于劳务关系；若夏
孜或驿站直接联系装修公司或带班工长
进场，将驿站修缮工作整体“发包”给对
方，则双方之间可能构成承揽关系。

如果工人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夏孜或
驿站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这就需根据夏
孜或驿站与工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以
及工人受伤的具体情形加以判断。以承
揽关系为例，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
十三条之规定，若工人受伤系因夏孜或驿
站提供的材料、作业环境存在安全隐患，
或因其在工作方法上指示错误所致，则夏
孜或驿站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定位追踪”“微信辱骂”“网络骚扰”……

数字控制算数字控制算““家暴家暴””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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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烟火中观法理：
从《喀什恋歌》读懂职场权益的法律守护

热播剧《喀什恋歌》以喀什古城为底色，铺展了沪漂青
年夏孜、舞蹈演员米娜娃尔的成长故事。剧集在呈现故
乡治愈力量的同时，也通过职场裁员、丧假维权、就业
歧视、创业用工等剧情，折射出当代职场可能存在的
劳动权益困境。

随着智能手机与社交软件的深度普及，家庭成员
之间的互动早已延伸至数字空间。然而，一种披着“关
心”外衣的新型控制正在悄然蔓延。有人利用外卖平
台漏洞，在深夜冒名为受害者下单并备注“必须敲门”，

以此实施骚扰；有人

通过银行转账功能每次转入1分钱，在备注栏写满侮
辱性语言，将羞辱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更有
人借助手机定位、社交软件实时追踪受害者行踪，令其
在餐厅、在新居、在任何自以为安全的角落，都难逃“精
准现身”的恐惧。这种无处不在的数字追踪，让受害者
产生“逃无可逃”的绝望感，构成严重的精神控制。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明确指出，通过
现代信息网络实施的骚扰、跟踪和威
胁，同样是家庭暴力的延伸形式，受害

者同样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数字技术究竟是维系亲密关系的纽带，还是一
把悬在受害者头顶的隐形利剑？“爱的边界”与“法律上
的家庭暴力”之间，横亘着一条需要司法实践反复丈量
的复杂边界。

【法官提示】
《喀什恋歌》中呈现的职场困境，或许是当代中国职场劳动权

益问题的缩影。剧集通过文艺叙事展现这些困境，而法律则为劳
动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明确的边界与保障路径。

劳动者要增强法律意识，明确自身法定权
利，积极通过协商、仲裁、诉讼等方式维权；

用人单位需摒弃“重效益、轻权益”的错误
理念，严格遵守劳动法律规定，构建合法
合规、公平公正的职场环境。唯有如
此，才能实现共赢——这既是《喀什恋
歌》传递的人文关怀，也是劳动法律制
度的核心价值追求。

文/张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隐形追踪构成精神暴力

现实中，不少施控者以“夫妻间的安全感”
为由，要求对方全天候共享位置、随时汇报行
踪，一旦对方“失联”，便采取手段获取定位信
息，对其实施追堵和恐吓。这类行为表面上难
以留下瘀伤，却能对受害者的人身自由与心理
健康造成持续性压制。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2021年审结的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中，被
告李仕刚与杨某系同居伴侣，长期对杨某实施
家庭暴力。事发当日，双方再度发生冲突，李
仕刚随即通过他人违规调取杨某手机基站定
位以追踪其行踪。法院二审认定，综合李仕刚
长期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证人证言及杨某生
前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杨某因遭受家庭暴
力产生厌世念头后溺水死亡具有高度盖然性，
认定其溺亡与李仕刚实施家庭暴力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判令李仕刚承担30%的赔偿责任，赔
偿金额逾33万元。这一裁判的核心价值在于：
法院并未因“暴力行为发生于当日中午、死亡
发生于次日”而割裂两者的关联，而是将长期
精神控制、数字追踪与最终伤害作为整体评
价。数字手段辅助实施的恐吓与追踪，同样是
家庭暴力链条上不可忽视的一环。

【法官提示】
遭受数字跟踪控制的受害者，应注意留

存以下证据：对方要求查看手机、强制共享位
置的聊天记录截图；对方通过非正常渠道获
取定位信息的相关记录；因恐惧而就医的病

历、心理咨询记录等。
切勿因“没有留下外伤”
而低估数字控制行为的
法律分量。

网络辱骂
同样受法律规制

传统观念中，家庭
暴力往往与拳脚相向画
上等号。然而，《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明确将“精神暴力”纳入家
庭暴力的范畴，以侮辱、谩骂、
威胁、诅咒等方式给家庭成员造成精神
损害的，同样受法律规制。在数字时
代，这类精神暴力以更低的成本、更高
的曝光度在社交软件中蔓延，其伤害烈度并不
亚于肢体冲突。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25年审查的一
起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案中，申请人谢某1
称，其女儿谢某2长期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辱
骂，言辞极为不堪，已超出家庭争吵的合理限
度，此前已有生效判决书确认上述侮辱行为存
在。法院经审查确认，谢某2在与谢某1交流
时确实存在言语过激、用语不文明的情形。尽
管本案因申请人未能证明“正在遭受家庭暴力
或面临现实危险”而未获发令，但法院对数字
空间精神暴力的实质认定，本身已具有重要的

法律信号意义。微信群
辱骂并非家庭内部的“私
事”，亦可成为此前民事
判决的认定对象，还可作
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事实依据。司法的保
护触角，正在向数字空间
持续延伸。

【法官提示】
面对网络精神暴力，

受害者应做到：第一时间
对辱骂、威胁内容进行截
图，并注意保留发送时
间、群组信息等完整界
面；如有条件，可申请公
证处对相关电子数据进
行保全公证，以增强证据
效力。同时须注意，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须证明

“正在遭受家庭暴力或面
临现实危险”，证据的时效性与关

联性至关重要。

数字监控不属于合理关切

婚姻关系赋予双方共同生活的权利，却
从未意味着一方可以对另一方实施全方位的
数字监控与精神压制。电话骚扰、跟踪定位、
闯入住所查看、在单位守候，这些行为在施控
者眼中或许只是“我太爱你放不下”，在法律

视野中却构成对他人人身自由与隐私权的严
重侵害。

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5年审结的一
起离婚纠纷案中，被告台某在原告张某搬离
后，多次前往其工作单位“找她吃饭”，在送行
时情绪激动，甚至持自行配制的钥匙进入张某
住所查看，张某为此向警方报案。西安市未央
区人民法院就此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
止台某对张某及其近亲属实施殴打、伤害、限
制人身自由等家庭暴力行为，禁止以电话、短
信、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对张某实施辱骂、威
胁等精神暴力，禁止骚扰、跟踪、靠近、接触张
某及其近亲属，禁止在张某经常出入场所附近
从事影响其正常生活的行为。这份保护令的
意义在于，将“数字骚扰”与“物理接近”并列纳
入禁止范围，以法律形式为受害者在现实与网
络两个空间同步划定了安全边界。

【法官提示】
面对数字控制型家庭暴力，受害人可向基

层妇联、社区工作者申请救助，请求协助梳理、
固定证据，以及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门槛并非“已遭受严重
身体伤害”，凡有证据证明正在遭受或面临家
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均可向住所地、经常居住
地或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
保护令一经作出，违反者将依法承担拘留、罚
款乃至刑事责任。任何以“关心”为名的数字
控制，都不是爱，而是隐形的枷锁。

文/欧阳艺纯 何江龙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